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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政策变通： 运动式治理中的条块关系

刘　 骥　 熊　 彩

【摘要】在压力型体制下，上级下达的过严指标常常导致下级的密集政策变
通。论文集中关注政策变通的发生机制，强调运动式治理中一项政策往往会从
日常工作变成政治任务，从而引发条块关系工作模式的转换，最终导致密集的
政策变通。以计生政策为例，在常态治理的年份，省级领导受到的政治激励较
弱，计生工作常常是“条条求着块块做”，各级计生委需要各级政府部门配合其
工作，这种情况下往往难以发生明显的政策变通；而在中央发起运动式治理的
年份，计生工作变成政治任务，省级领导受到的政治激励较强，就容易形成
“块块带着条条做”的模式，从而引发密集的政策变通。对１９８３年与１９９１年两
个关键运动式治理年份的初步验证表明，省级领导受到的政治激励越强，省以
下执行环节中的政策变通就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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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是中国政策执行中的一个普遍现象，这里的“对
策”即是政策变通。结构模糊的上下级委托代理关系和人情社会等因素促成了
政策变通在中国的普遍性（刘鹏、刘志鹏，２０１４），而在这种普遍性中，某些时
间段的政策变通又更为密集，本文主要研究这种相对日常变通更为密集的政策
变通。上级下派更大的指标压力导致下级采取变通方式完成指标任务，这是对
密集政策变通的常见解释。然而，这样的解释过于粗糙，有一系列关键问题都
有待深入探讨：指标压力何时会大到足以诱发密集的政策变通？政策变通是依
靠何种机制发生的？在运动式治理年份面对中央的压力，各省政策变通的差异
又是怎么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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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分析计生政策执行过程中的男性结扎案例，本文发现：第一，相较于
压力较小的常态治理时期，运动式治理时期上级领导的重视使地方的指标压力
激增，短时间内要完成高指标任务时更容易诱发政策变通。① 第二，在运动式治
理时期，原本“条条求着块块做”（条条主导）的计生工作模式转换为“块块
带着条条做”（块块主导），“块块”手握变通所需的各种权力和资源从而使密
集的政策变通更为可能。第三，各省级领导的政治激励程度决定了其派发给市
县指标压力，由此导致各省最终的政策变通出现显著差异。

一、从压力到变通

“变通”这一概念最早见于刘世定、孙立平（１９９７）对制度变通作为中国一
种制度变迁方式的研究。他们指出制度变通是指对原制度的部分改变，其含义
有三个部分：形式上遵从原制度；在细化和具体化原制度的方式下提出新的制
度安排；对变通制度形成程序的合法性说明或象征。有学者根据是否完全改变
原政策内容和变通执行方式是否公开两个维度将政策变通分为政策抵制、政策
附加、政策替换和政策敷衍（刘鹏、刘志鹏，２０１４），但这一分类中的政策抵制
违背了“形式上遵从原制度”这一点，所以严格来说并不属于政策变通。在吸
收与批评这些文献的基础上，基于地方动机和中央态度，我们将政策变通概括
为三种类型：消极、积极、迂回。第一，消极变通指地方干部通过造假和利用
非正式关系等方式“消极地”完成指标任务，中央一般会明令禁止或组织专项
行动来严厉打击这种偷工减料的地方对策（董强、李小云，２００９；周雪光，
２００８；张静，２０００；孙立平、郭于华，２０００）；第二，积极变通是指地方干部主
动创新来完成政策目标，并积极争取中央认可及向全国推广，中央一般会鼓励
各地探索这样的变通来实现更好的政策效果（Ｇｕｏ，２０１０；刘玉照、田青，
２００９）；第三，即本文研究的迂回变通，指地方干部对中央的任务既不消极也不
积极，只是采取非常规但合法的手段迂回地完成指标任务，中央对此的态度是
观察与默许。这三种变通只是理想型，现实中的情形会出现类型重叠的情况，
而中央禁止、鼓励、默许的态度也会随着政策环境与时机的变化而相应改变。
概括来说，政策变通就是下级为完成政策目标、依据不同情况对政策执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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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里暂且使用“治理”一词。严格来说，“运动”并不能搭配“治理”，运动是一种
体现了自上而下单一权力的统治方式，而不是有着多元主体参与的治理方式，更多的时候运
动是统治者单方面在释放压力与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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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非原则性的变动。
街头官僚研究理论对政策变通研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不可不加区别地

应用于中国的经验。街头官僚因特殊的政策执行环境等原因需要一定的自由裁
量权才能提供更好的服务，这个自由裁量权很容易导致政策执行中的变通，在
这点上西方街头官僚的变通行为和中国的政策变通是一致的（Ｍｉｃｈａｅｌ，１９８０；
Ｔｕｍｍｅｒｓ ＆ Ｂｅｋｋｅｒｓ，２０１４）。但是中国大一统体制下的政策变通远比西方地方自
治的情形要复杂，首先它不仅存在于上下级政府之间，也存在于同级政府不同
部门之间（刘鹏、刘志鹏，２０１４）；其次，尽管作为街头官僚的基层官员是直接
做出政策变通的行为主体，但更高层级的政府官员尤其是省级官员在基层的政
策变通中发挥了重要的影响，以致省级之间而非“街头”的变通发生了显著的
差异，这点后文将着重讨论。

政策变通需要区别于政策创新。政策创新强调某个政府采取一项该政府从
未采取过的“新”政策（Ｗａｌｋｅｒ，１９６９；Ｍｉｎｔｒｏｍ ＆ Ｖｅｒｇａｒｉ，１９９７）。从字面上
理解，“变通”侧重于压力之下因地制宜以完成任务，而“创新”则意味着积
极主动地制定政策以解决问题。从具体内容来看，政策创新泛指从政策内容到
执行手段的一整套体系的创新，而政策变通则是专指下级为了完成上级传达下
来的某项具体的指标任务而对手段进行的“改造”。比如１９８０年代在全国基本
都实行“一胎化”政策的背景下，山西翼城出台的带有一系列配套规定的二胎
政策就是政策创新。若翼城县或者其下的乡镇面对上级的结扎指标压力，大量
采取平时不太常用的男性结扎手段来替代女性结扎，这就可以归为政策变通。

中国的本土学者一般都认为，政策变通的起源正是“压力型体制”，即下一
级政治组织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指标而“采取数量化任务分解的管理方式和物
质化的评价体系”（荣敬本，１９９８：２８）。在这样的体制下，每一级政府组织机
构都为了成为绩效突出的优胜者而在既有指标任务的基础上给下级加码，导致
分配到基层的指标任务很难或根本不可能完成，最终基层干部就只能“变通”
地完成任务。压力型体制最初应用于各地追求快速的经济增长目标上，而后随
着中央关注重心在不同领域的转移，这种压力型的运行方式也就随之扩散到相
应的政策领域，比如计划生育、维稳、环保都曾是或现在是上级对下级层层指
标考核的重要内容（杨雪冬，２０１２）。

除了压力型体制这一中国特色之外，政策变通的存在也有着更一般性的制
度基础。上下级政府之间是类似于“委托—代理”的组织关系，信息不对称使
得上级难以对下级的政策执行进行有效监督（Ｊｏｈｎ ＆ Ｓｃｏｔｔ，１９９７；Ｈａｍａｎｎ ＆
Ｌａｎｅ，２００４；ＯＢｒｉｅｎ ＆ Ｌｉ，１９９９）。而且“下级也不是机械执行上级命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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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人’”（周雪光，２００８：５），所以非压力型体制的民主宪政国家也会出现
政策变通。政策变通之所以在压力型体制下看起来异常显著，是因为威权国家
的地方政府一方面缺乏宪法上名义的自治权，另一方面又享有大量实质性的相
机决策权。

在很大的意义上，政策变通就是中国地方政府在政策执行环节去蚕食甚至
反制中央名义上不肯让渡的集中决策权。自１９５０年代的大区制开始，地方在央
地关系中就具有很强的、独立于中央的自治能力。而后经过历次调整，地方政
府仍然保留了较多的政策执行环节的自主性。尤其是当中央决策层对政策的意
见不统一、中央制定的政策目标表述模糊以及中央政策与地方利益严重冲突时，
地方更倾向于按照自己的利益和实际情况应付、调整、修改甚至抵抗中央下达
的政策（周雪光，２００８；王汉生、王一鸽，２００９）。由于中国的政策执行是建立
在以属地化管理为基础的行政逐级发包制上（周黎安，２００８），承包人不仅拥有
具体的执行权和决策权，而且还以自由裁量权的方式享有许多实际控制权，实
际的结果就是导致了以结果导向的政策执行———上级只关心是否完成了指标任
务而不管过程是否合乎程序和规则（周黎安，２０１４）。如此，政策变通就无处不
在了。

遗憾的是，对于地方政府这些广泛存在的政策变通行为，以往的研究却缺
乏更深入的理论分析。它通常被放在一个泛泛的制度变迁模型中作为一个附带
品出现，而对其经验现象的归纳也仅限于分散的个案片段，如只关注特定时间
段的年终考核或特定的政府层级如乡镇干部和县委县政府之间的互动策略（艾
云，２０１１）。

更重要的是，既然政策变通侧重政府间上下级的关系，那么央地关系或条
块关系在政策变通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在中国政府内部，从上级压力到下
级变通的机制到底是什么？下级政策变通程度的差异又如何解释？为了回答这
些问题，本文将以计生领域为例提出一个政策变通发生机制的框架（见表１），
并进一步提供政策变通省际差异的实证分析。

在结扎节育中，女性结扎较为普遍，因为男权文化下男性结扎常被误认为
是有损性能力或男子气概而不大被人接受。但是在指标压力下，尤其是结扎指
标压力为硬性指标必须完成时，男性结扎作为变通手段就有更大的可能性会出
现（刘云嵘、吴世仲，１９９５）。因此，本文将围绕男性结扎这种迂回的政策变通
展开分析。之所以说男扎是迂回变通，原因有三：首先，男扎不是消极变通，
它没有“偷工减料”的手术造假，而是实质性地破坏了男性个体的生殖能力，
完成了上级交付的结扎指标。其次，它也不是积极变通。由于传统生育文化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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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男性气质的设定，来自家庭户的阻力远远超过女扎，而基层官员也不愿意积
极推行，男扎也很难成为一种可以在全国推广的创新。最后，从政策资源和技
术配套来看，男扎也绝不是对女扎的简单替代。鉴于男扎的可接受度较低，地
方政府单纯凭借既有的政策安排并不能改变大量家庭户的选择，而且既有的计
生设施、医生配备都是为女扎准备的，地方要有效推行男扎就必须要创新激励
手段、投入大量的资源。因此，只有在运动时期的指标高压下，女性结扎数量
远不够完成上级交付的结扎指标，又因社会长期抵制缺乏提升指标空间，地方
政府才会选择男扎这种迂回的政策变通。这样，压力增大导致的政策变通，就
能通过男扎占总结扎的比例显示出来。

表１　 计生领域政策变通的发生机制
行政层级 政策变通的发生机制

块块带条条 条条求块块
中央 发起运动（运动式治理） 不发起运动（常态治理）
省 政治激励省委＋

↓


政府
　 　 　 　 　

↓


政治激励省计生委
　 　 　 　 　

市县 指标压力市县委＋

↓


政府
　 　 　 　 　

创新动力

↓


　 　 　 　 　
　 　 　 　 　

政策变通　 　 　 　 　

↓


指标压力市县计生委
　 　 　 　 　

创新动力

↓


　 　 　 　 　
　 　 　 　 　

政策变通　 　 　 　 　

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更进一步，各省男性结扎存量比例① （男性结扎存量与总结扎存量的比值）
也在相当长的时间段内都存在着显著的差异（见图１）。如果能成功解释这样的
显著差异，就能分析造成这种迂回变通的因素，并进一步揭示地方政府政策变
通的一般性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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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某年的结扎存量指当年采用结扎措施的人数，某年的结扎流量指当年结扎手术例数，
二者的关系用公式表示为：当年结扎存量＝去年结扎存量－去年结扎存量中在今年的死亡人
数＋当年结扎流量。其他手术措施流量与存量之间的关系依此类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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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２０１１年各地结扎存量的男女比例
资料来源：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编（２０１２）。

本文发现，政策变通的关键环节在于运动式治理时期条块关系的工作模式
转换。在常态治理时期，计生政策执行主要是一项部门工作，是国家计生委带
领各级计生委要求激励较弱的各地方政府配合计生工作，是“条条求着块块做”
的工作模式。此时地方的政策变通动力来源是计生委这个系统的指标压力，但
市县计生委虽有变通动力但缺乏变通所需的权力、人员和资源投入。但是当中
央的关注重点投注到计生政策领域并发起运动式治理时，完成计生指标成了一
项政治任务，省级党政领导人因此而面临着很强的政治激励，并将指标压力通
过党政系统传递下去，这时计生在地方的执行模式是“块块带着条条做”。此时
市县“块块”既有来自指标压力的变通动力，也有调动人员和资源的变通能力，
政策变通更容易密集发生。

需要注意的是，运动与变通是两个层面的要素，前者是源自中央决策的背
景变量，后者是地方政府的行为，是本文需要解释的因变量，而其对应的自变
量是省级官员的政治激励。运动与否，起源于中央的决策环节；变通与否，发
生在下级的政策执行环节。另外，迂回变通是一种政策执行效果中性的政策变
通，即效果好坏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因此，本文中运动式治理时期更容易发
生政策变通这一研究发现，并不表示运动式治理可能会产生更差的政策执行效
果（Ｌｉｕ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Ａｋｅｎ ＆ Ｖａｎ，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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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策变通的发生机制：条块关系的模式转换

从中央压力增大到地方政策变通之间的关键环节是计生工作模式从“条条
求着块块做”到“块块带着条条做”的转换。只有掌握着政策变通所需的人财
物等资源的“块块”同时在计生工作上具备强激励时，密集的政策变通才会出
现。由于运动式治理时期中央领导的关注重心放在了计生领域上使得“块块”
有了推动计生工作的动力，政策变通需要的两个条件同时具备了。需要注意的
是，由于在完全垂直管理的部门中地方条条的人财物独立于地方块块、其运作
也完全独立于地方块块，因而不会出现上文提及的这种复杂的条块关系，所以
本文提出的政策变通的发生机制只适用于双重领导与指导的政策部门或领域。

（一）日常工作与政治任务

从概念内涵上看常态治理和运动式治理关键的不同在于，常态治理依靠的
是理性、常规化、程序化的官僚制度安排（唐皇凤，２００７），而运动式治理是打
破既有制度安排，通过政治动员集中组织资源以在短时间内迅速实现某一特定
任务目标（冯仕政，２０１１；汪卫华，２０１４）。依靠以党领政的“非理性”信念
和情感，超越正常的组织结构和程序，越级和越“条”办事都是运动式治理中
的常用手段，而其执行效果在短期内一般也会显著超过非运动时期。与毛时代
以群众为主要动员对象的运动相比，邓时代及其后的运动的主要动员对象是官
僚队伍，以整合条块权力和资源（Ｐｅｒｒｙ，２０１１；叶敏，２０１３）。当然，这种划
分只是一种理想型，严格来说常规化的官僚科层制遍布于每一个时期，就算是
非常态的运动本身也必须依靠各个常规运作的部门来执行。随着邓时代以后运
动式治理机制作为一种解决问题的特殊方式被编入进日常科层制中（徐岩等，
２０１５；陈家建，２０１５），二者之间的区分变得不那么泾渭分明，而是更多地呈现
为一种程度和级别上的区别。也正是因为如此，目前文献中鲜见有人从操作层
面对二者进行区分。

而本文提出两种区分方式。一是从政策结果来间接判断。人口变动本身是
缓慢而稳定的，而且育龄人口的避孕节育意愿和选择有较大的趋同性和稳定性
（任强、郑晓瑛，２００６），这就意味着没有外力的干预下中国整体的计生手术例
数的变化也应该是缓慢而稳定的。而运动式治理的特点之一是政府部门要在短
时间内集中完成某项任务目标，这种强大的外力干预会导致原本缓慢而稳定的
转变以突然的变化代替。由图２可见，１９９３年之后中国各项计生手术数量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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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有小波动但整体来看相对平稳，由此图传递的信息我们可以推测这一时期是
常态治理时期。这一推测也得到了经验材料的佐证———１９９４年中国作为缔约国
之一在开罗国际人口和发展大会上同意遵循避孕节育“知情选择”，这就意味着
１９９４年之后避孕节育的选择权更多归属于个人而非国家。而在这之前的１９７７年
到１９９２年，几乎每隔四五年左右计生手术就会有一次短暂的波动，这些波动都
表示避孕节育受到了外力迅速而强有力的干预，这些时期即是前文所言的运动
式治理时期。

然而，由于从政策文本到政策结果之间的过程太长、干扰因素太多，有时
政策的变化可能在政策结果上并没有体现。因此，界定治理模式的第二种方式
是看是否有正式的政策文本和中央领导人的表态，这直接决定了计生工作是否
具有政治任务的属性，也是对运动式治理更为直接的测量。例如， “宣传月”
“大检查”“大会战”等都是运动式治理的标志。图２中显示的１９８３年和１９９１
年两个节育手术高峰年份都有相应表征出现。在１９８２年底中共中央召开全国计
划生育宣传工作会议，要求在１９８３年元旦、春节期间，在全国开展计划生育宣
传活动，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宣传部、卫生部、文化部、广播电视部、全国总
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等９家单位联合发出了《关于开展全国计划生育
宣传月活动的通知》（彭云，１９９７）。１９９０年１２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
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今冬明春开展计划生育宣传活动的通知》发布。而且这时
中央领导对计生工作也频繁表态：１９９１年３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了
国家计生委主任彭云对当前人口形势的汇报后认为抓计划生育刻不容缓；４月
７日，在第一次由各省党政主要领导人参加的计划生育座谈会上，江泽民表示现
在“人口问题已经到了不抓不行”的时候；５月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
于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决定》，再次收紧了１９８０年代后期逐
渐放松的人口政策（彭云，１９９７）。
１９８３年和１９９１年这两个年份之所以能成为最显著的运动式治理年份，关键

就在于这两年的计生工作都从日常工作变成了明确的政治任务：在形式上，计
生指标进入地方党政领导人的政绩考核（１９９１年更是推行了党政一把手的一票
否决制），从而对地方党政领导人形成强烈的政治激励。在此过程中，各省确立
计生为当年的中心工作，并形成指标层层加码的政策执行氛围。其结果就是导
致作为最终执行层的市县级政府完成指标的压力过大，迫使他们进行密集的政
策变通，以期在统计指标上完成省级党政领导下达的政治任务。当日常工作变
成政治任务，条块关系的工作模式就要发生转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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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全国计生手术例数（１９７７—２０１０）
注：数据是分年份离散数据，平滑曲线仅示意变化趋势；本图中的节育手术总数不包括

取出节育器的手术数量。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编（２０１１）。

（二）压力变化下的条块关系转换

１ ． 日常工作：常态治理下的“条条求着块块做”
在常态治理时期，中央政府的关注重点是经济政策而不是计生政策，计生

政策执行主要是在国家计生委带领各级计生委要求各地方政府配合计生工作，
而国家计生委又不是地方党政领导的直接上级，所以地方党政领导在计生上的
政治激励较弱，这时候计生在地方的执行模式是“条条求着块块做”。

大概在１９８２年前后，全国大部分省都建立起了独立的计划生育委员会①，
受上级计生委和同级人民政府的双重领导。计生委的领导干部由地方政府任命，
计生委的人员编制和预算也由地方政府管理控制。

在常态治理中，计生委作为各地方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负责执行国家的
计生政策和与计划生育相关的工作，政府领导有一名副职负责分管计生工作。
从计生工作的性质来看，它是一项需要部门合作的工作：首先，计生工作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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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２００３年改名为“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２０１３年与卫生部门合并。因本文的案例
涉及到２００３年以前，所以文中还是使用计生委这个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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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育龄妇女直接接触，但是基层计生人员和育龄妇女完全不对称的数量比使得
这是一项单靠本部门难以完成的任务；其次，计生工作的范围还包括提供结扎、
上环等技术服务，虽然计生人员通过培训可以完成上环等简单工作，但涉及到
结扎手术就需要医院的配合。但是计生委既不掌握可以和民众进行交易的权力
资源、也不享有执法权，除了量上的工作任务难以保证，单纯的“思想工作”
也不能保证有效。而且，计生部门和同级的其他部门不具有上下级关系，它无
法命令其他部门，最多只能使用交易手段，比如江西修水县人口计生委以向公
安局支付费用的方式让其拒绝给未缴纳社会抚养费的超生婴儿上户（张庆宁，
２０１４）。这时候如果没有政府的介入，计生委只能以宣传教育的方式使民众自愿
遵守计生政策，或者通过非正式的关系求得其他部门的帮助———即“条条求着
块块做”。

此时作为计生政策执行主体的地方计生委是有变通动力的，因为从中央计
生委到地方计生委有一套“条条”内部的绩效考核和评比，但下级计生委领导
人的任命掌握在同级政府领导人而非上级计生委手中，所以这种压力的实际作
用不大，再加上计生委缺乏变通所需的权力、人员和资源投入，所以这一时期
的政策变通较运动式治理期间少，且主要产生于制度惯性，而非领导人的主观
推动。
２ ． 政治任务：运动式治理下的“块块带着条条做”
运动式治理就是要把计生工作变成政治任务，而搞运动首先就要打破旧有

的条块关系工作模式。在全国性的运动式治理启动之初，一般中央会明确要求
地方党政领导在运动中担任主要角色。在上文提到的１９９１年中央的三次表态中
都明确规定“党委一把手要过问这件事，省长要抓这项工作” （黄胜，２００９：
１６３）、“各级党委和政府应承担完成本地区人口计划的责任”（彭云，１９９７：
３３），并且政治局常委会议还决定利用每年全国人大会议期间召开一次各省领导
同志参加的计划生育座谈会。中央的直接表态和后续行动让省级党政领导人在
计生工作上有了强激励。

在常态治理中党政分管领导只是一个监督和名义领导的角色，实际的计生
工作主要由计生部门为实际主导，但在运动时期，党政领导人在计生工作上获
得政治上的强激励后，他们的角色就从“名义”变成了“实质”。这种“实质”
上的主导作用体现在地方“块块”全面、迅速介入计生工作。

在制度层面有两个可观测点，一是各级政府的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小组领
导一般由党政领导担任，各职能部门领导为小组成员。计生领导小组出现于
１９７０年代，而后在１９８０年代初和１９９０年代初的两次计生运动中，各个政府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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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都建立了党委领导带头的计划生育领导小组，但在运动过后又变成一个若有
若无的虚体（Ｗｈｉｔｅ，２００６）。观察条块关系模式不仅可以看计生领导小组有无
发挥实际作用，还可观察领导小组组长的职位高低。运动式治理时期领导小组
组长的职位往往高于常态治理时期，以湖南省衡山县为例，处于运动时期的
１９８３年的计生领导小组组长由县委副书记担任，而１９８２年和１９８４年由副县长
担任。① 类似的变化在各地都有相似的表征。

第二是针对党政一把手的一票否决制。在中央狠抓计生的１９９１年，大部分
省都开始实行党政领导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被否决的党政领导不得参与评优、
提拔和晋升，严重者可被免职。这样的制度安排直接保障了是“块块”而非
“条条”在计生工作中发挥主导作用。随着一票否决制的实行，基层计生的日常
工作中开始由乡镇党委书记、镇长带领政府、计生办的工作人员下到村里征收
计生罚款。同时，这也直接促使块块的各个部门都被拽入了这个专项工作。压
力越大的省份，其块块动员的力度就越大。例如，四川省委省政府在１９９０年７
月转批的《关于进一步加强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就要求各有关部门要配合计
生工作，同时重申了几乎所有政府部门在计生工作中的职责（《当代四川计划生
育工作》编委会，１９９６）。作为男扎存量最高的省份，四川地方政府当初的这些
安排很能说明其领导政治激励所产生的效果。

作为工作模式转换的直接结果，运动式治理时期的指标压力往往远大于其
他年份同期水平。以１９８３年的大结扎运动为例，由于“六五”计划中设定的人
口目标为１３‰，但在１９８２年下半年时人口增长率还持续高于１４‰，为了完成
人口目标，国家计生委主任钱信忠在１９８２年底发起了结扎运动，他给１５个人
口总数超过３０００万的省份的计划生育领导小组负责同志写信“建议”他们将运
动的重点放在结扎育有两个孩子以上的夫妻上，严控二胎，并计划在１９８５年前
将所有二孩以上的夫妻结扎（Ｗｈｉｔｅ，２００６：１３８ － １４１；Ｇｒｅｅｎｈａｌｇｈ ＆ Ｗｉｎｃｋｌｅｒ，
２００５：１１０）。在１９８３年１月，全国一个月的五项手术工作量就达到了１９８２年
全年的１ ６倍（史成礼，１９８８：１８４）。面对着更大的指标压力、同时主导计生
工作的“块块”又有调动其他部门和资源的权力，政策变通的发生无疑要比常
态治理时期更容易了。

总结来说（如图３），在常态治理中计生工作是条条主导的部门工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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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衡山县计划生育办公室一九八二年文书档案全宗说明》、《衡山县计划生育办
公室一九八三年文书档案全宗说明》、《衡山县计划生育办公室一九八四年文书档案全宗说
明》，衡山县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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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条求着块块做”；而在运动式治理时期，则是由地方领导人直接指挥计生部
门和其他部门合力推动政策执行，是典型的“块块带着条条做”。从计生政策历
史来看，诱发这种条块模式转换的是中央领导人对计生政策的关注度提高后发
起的各种运动。更进一步，随着运动式治理时期下到市县指标压力的加大，就
越需要变通手段才能完成指标任务，而政策变通所需的行政、财政支持反过来
又会带动各个部门的追加投入，这就加固了运动时期“块块带着条条做”的工
作模式。

图３　 不同治理模式下的条块关系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三）条块关系转换中的关键———省级

运动式治理中条块关系的转换源自中央的压力，而做出政策变通决策和执
行的又是市县级和基层，作为中间层级的省看似只是无关紧要的压力传递者，
但在中国的政府层级中省级领导作为封疆大吏兼有自主权与灵活性，他们最有
自由度去决定是否将一项日常工作变成政治任务。时至今日，不管是维稳、环
保，还是计生，政策执行的省际差异要明显高于市县之间的差异。因此省级政
府是央地关系中最核心的一个压力制造者，也是条块关系工作模式转换的关键
层级，省级政府的态度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并触发市县级及以下的政策变通。

在中国这种压力型政治中，压力主要集中在市县及以下，他们所面临的主
要压力，间接来自于中央，直接的来源则是省。直接给市县设定任务目标的是
省而非中央，尽管中央在某些领域对省也有分配具体的任务目标，但这项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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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都是保底目标，它们的实际完成情况不会和省级领导的晋升直接挂钩。省可
以在这一基础上根据自己面临的政治激励强弱给下级设定任务目标。由此看来，
中央和省都是压力的制造者，但省却是最大、最直接的压力源。而县级压力型
体制的特点是地方政治中尤为突出的。一方面，县作为最完善的基础政治体系
要完成上级交付的命令任务；另一方面，又必须承担采取行动时来自社会反馈
的压力（杨雪冬，２０１２）。尽管上级施加的压力可以激励他们加入以绩效高低为
淘汰标准的晋升锦标赛，但是原本在压力型政治体制中的层层加码行为在运动
式治理时期被加倍放大，指标任务超出了市县官员的能力范围，这时只有政策
变通才能帮助他们完成指标任务。

省不仅是最大的压力源，还具有相当大的灵活性和自主性，这就意味着省
级领导人可以自主地将政治激励相应转化为施加给下级的指标压力。

省级领导人在政策过程中的特殊地位使其有能力进行压力再造。他们既是
中央政策的执行者，同时也参与政策制定。他们参与政策制定有两种途径：一
是部分省委书记、省长同时也是中央委员，在人大闭幕期间中央委员负责中央
的各种决策；二是各部门重要的全国会议经常会邀请省委书记和省长列席
（Ｈｕａｎｇ，１９９６：１３ － １４）。比如在１９８１年１０月的中共中央书记处第１２２次会议
上，中央提出了实行计划生育的三个方案并要求各省回去考虑后报上意见，除
了三个民族自治区未报意见外，６个省、自治区同意第一方案；１５个省、市、自
治区同意第二方案；５个省市则主张不改变《公开信》的政策口径。最后中央
决定采取多数人支持的第二个方案（梁中堂，２００６）。

不仅如此，考虑到中国各省之间的条件差异较大，在中央出台的正式政策
文本中，总是会留有余地让省级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制定相关政策。比如，１９８２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工作
的指示》规定：“国家干部和职工、城镇居民，除特殊情况经过批准者外，一对
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农村普遍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某些群众确有
实际困难要求生二胎的，经过审批可以有计划地安排。不论哪一种情况都不能
生三胎。……过去，在中央没有具体规定的情况下，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制
定了一些暂行办法，总的说来，对于推动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起了积极的作
用。今后，凡是适用的应继续执行，与本指示抵触的，应结合当地实际情况，
有步骤地进行调整，或根据本指示精神制订具体政策规定和实施细则。”（国务
院，１９８２）根据这一规定，各省出台的计生条例中各自规定了允许生二胎的条
件。山东省在１９８２年出台政策规定了允许生二胎的城市“３条”、农村“７条”
规定，其中包括双独夫妻。浙江省在１９８４年出台政策允许双独夫妻生育第二个

００１

◆专栏：政策动员与执行



公共行政评论２０１５年第６期

孩子，除此之外，还有１０种情况的人可以生育二胎。其余各省市允许的二胎条
件也各不相同。

在更具体的从中央到地方分配指标任务过程中来看，省也是目标设定过程
中一个关键的节点。中央制定全国性的目标后，省根据这一目标、同时参照各
地区的计划生育工作水平以及规划期可能达到的程度和人口发展的预测情况，
确定本省的人口规划，再下达到地、市，地、市下达到县（市），县（市）下
达到基层单位。① 省以下的市县只享有激励分配权，即针对管理方下属的代理方
的激励设置以及考核、奖惩其表现的权力、契约执行中的组织实施、资源配置
等控制权（周雪光、练宏，２０１２）。１９７３年以后，人口发展正式列入国民经济
发展计划，直到“十五”计划前每次五年计划（规划）中都有全国性的人口目
标公布。各省根据这一人口目标（或是总人口目标，或是自然增长率目标）制
定相应的省级目标。比如１９８４年底，湖南省政府向全省地、州、市下到《１９８５
年“七五”期间及到２０００年人口规划控制指标》即《任务书》，对１９８５年到
２０００年的人口增长下达了硬指标，硬指标具体到了每年的人口总数、自然增长
率等。各级领导人要在任务书上签字，未能完成计生指标的按规定接受相应的
处罚（常德市计划生育委员会，２０００）。广东揭阳县在１９８４年制订十五年人口
规划时提出，按照党的十二大提出的人口控制总目标，２０００年该县总人口应控
制在１４８ ５万人以内。并根据汕头市下达的人口计划指标，制订了该县１９８６年
至２０００年十五年人口计划（揭阳县计划生育委员会，１９８７）。

正是因为省有相对自主性和这些抉择权，在“块块带着条条做”的运动式
治理时期，省级领导的不同政治激励程度才会引发基层不同程度的政策变通，
进而导致显著的省际差异。下一节将对这些省际差异进行初步的定量分析。

三、对块块带着条条做的局部验证：解释变通的省际差异

我们将选择验证１９８３年和１９９１年两个年份的省际变通差异和省级党政领
导人政治激励之间的关系。前文已经根据两种方式判定了１９８３年和１９９１年是
典型的运动式治理时期，之所以选取运动式治理时期，不仅是因为在常态治理
下，省级党政领导人在计生上没有强激励，因此他们的政治激励和变通差异不
会有关联。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如前文所述，常态治理时期计生委是不具备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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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河北省人口概述”，山东省情网：ｈｔｔｐ：／ ／ ｌｉｂ． ｓｄｓｑｗ． ｃｎ ／ ｂｉｎ ／ ｍｓｅ． ｅｘｅ？ｓｅａｃｈｗｏｒ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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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变通的资源和能力的，这一时期出现的政策变通是由运动式治理时期产生的
新的制度安排因为“粘性”遗留了下来所致，所以常态治理时期的政策变通更
多产生于制度惯性，而非“条条”或“块块”领导人的主观激励。作为初步的
经验验证，比较运动式治理年份是更有价值的。

同时，考虑到从政策制定到政策结果在时间上的滞后效应，本文将用前一
年的自变量数据来解释当年的因变量数据，即分别使用１９８２年、１９９０年的政治
激励等数据来解释１９８３年、１９９１年的男扎比例。在方法上，本文将使用多元回
归分析。

（一）因变量：政策变通

某年的结扎流量指当年结扎手术例数，这是上级部门考察地方政府计生工
作的核心指标。如前文所述，压力增大导致的政策变通，就会体现在男扎流量
占总结扎流量的比例上面。因此，本文将因变量操作化为男性结扎流量比例。
具体来看，１９９１年的模型使用的是男扎流量比例。但１９８３年各省结扎流量数据
尚未公开，本文只能用男扎存量比例代替男扎流量比例放入１９８３年的回归模
型，以间接估计当年的政策变通程度。事实上，根据我们在国家卫计委和各省
的计生部门访谈，在１９８３年钱信忠开始推行大结扎运动之前，结扎手术的统计
考核对地方来说并不像日后那样举足轻重，很多记载都是不完整的。因此，当
年各省上报的结扎存量数据大多是各级相关部门根据当年的流量数据反推汇总
的，这也为我们的间接估计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

此外，本文还将结扎比例作为因变量与男扎比例进行比较分析。① 如果省级
领导人的政治激励和结扎比例有相关性则表明整体来看结扎指标的压力还在下
级官员的能力范围之内，一般是不需要变通就可以完成这一指标任务；如果二
者没有相关性则表示结扎的指标压力已经大到超出下级官员的能力所及，上级
施加再大的压力下级也无法完成过高的政策目标。也就是说，如果给定已经出
现了密集的政策变通，那么结扎比例应该和省级领导人的政治激励不相关。

（二）自变量：政治激励

一般而言，中央通过经济和政治两种逻辑来确保下级的政策执行。经济上，
中央通过转移支付、专项资金和各种项目来引导地方政策的重点；政治上，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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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１９９１年的模型使用的是结扎流量比例（当年结扎手术例数与计划生育手术例数的比
值），１９８３年的模型使用的是结扎存量比例（当年采用结扎措施的人数与应采用节育措施人
数的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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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将中央关注的政策领域绩效纳入官员的考核和评价系统，地方领导人自然就
有动力投入相应的政策执行。但是在计生这些由地方财政支付的政策领域，经
济逻辑派不上用场。中国从１９８３年开始就实行“切块包干，分灶吃饭”的财政
管理体制，地方财政负责计划生育事业的费用，中央财政只给予适当补助（《当
代四川计划生育工作》编委会，１９９６）。但在这以前，各省的计生开支也主要由
各级地方政府承担大头，中央政府承担小头。以１９８２年为例，地方投入３７ ２２７
万元，中央投入７ ４４８万元，只占地方投入的２０％ （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综合
计划司，１９８３：１９６ － １９７）。１９８３年财政包干后，以河北省为例，全年计划生
育经费开支６ ４９７万元，中央补助１ １７０万元，占地方投入的１８％。这时起作用
的主要是政治逻辑，即下级为了晋升积极与中央政策、尤其是中央领导人公开
支持的政策靠拢。

省级党政领导人（省委书记和省长）面临的政治激励程度为本文的关键自
变量。这里的机制需要和政绩晋升论加以区分，政绩晋升论认为在某项政策上
的政绩越好就越容易得到晋升，但这里政治激励的机制是政治激励越强的领导
人就越可能在某项中央号召的政策上通过积极执行向中央示忠，进而导致他们
的政绩就越好，但这个政绩和实际的晋升结果不一定有相关性。龚启圣（Ｊａｍｅｓ
Ｋａｉ － ｓｉｎｇ Ｋｕｎｇ）和陈硕（Ｃｈｅｎ Ｓｈｕｏ） （Ｋｕｎｇ ＆ Ｃｈｅｎ，２０１１）对大跃进时期省
级领导人激进行为的研究发现享有不同党内地位的省级领导人面对的政治激励
强度是不同的，由于那一时期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位难以企及、中央委员继续
升迁的机会很小，所以中央候补委员相比中央委员有更强的激励向中央示忠。
受此研究启发，本文的政治激励程度将以党内地位为依据来进行操作化。但从
１９７７年开始，省委书记同时也担任中央委员成为了一种惯例（Ｈｕａｎｇ，１９９９），
这导致候补委员的特殊激励机制逐渐消失，因此本文在他们研究的基础上加以
改进，不将中央候补委员特殊化，而是根据党内地位依次排序，将党政一把手
是中央委员的政治激励赋值为２，是候补委员的赋值为１，其他的赋值为０，一
省领导受到的政治激励指数为省委书记和省长在这个指标上的得分总和。我们
预期，党内地位越高的党政领导人有更强的激励通过在中央号召的政策上加大
政策执行力度来表示自己的忠诚。

另外，各省下达的结扎指标是政治激励和政策变通的中间变量，但因各省
各个时期的结扎指标并未公开，所以这里只能暂时不放到模型里。未来的研究
可以考虑挖掘市县的结扎指标来做相关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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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变量图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三）控制变量

本文将控制的其他变量有：官员年龄、总人口数、经济文化水平、女性地
位、少数民族地区。
１９８０年代初实行老干部退休制度和邓小平、陈云等提出“干部年轻化”之

后，年龄就成了官员晋升中的关键变量。本文将以党政一把手的平均年龄作为
多元模型中的年龄变量。

总人口数影响男扎比例的机制不同于经济和文化等相对客观的因素，它的
影响机制是主观的。一省的人口总数越大，意味着在控制人口上的压力也就越
大，它们往往容易成为上级盯住的目标，这点可见上文提到的钱信忠对各大人
口省份在１９８３年的施压。由于大人口基数而导致的更大的人口控制压力是和党
政领导的主观政治激励无关的。

本文的经济文化水平取值将采取主成分分析法，其中包括经济发展水平、
经济产业结构和受教育水平三个变量，这三个变量分别操作化为包括人均国民
生产总值、农业总产值与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６岁及以上文盲率。它们对男扎
比例影响的机制如下：

经济发展水平对男扎比例的影响机制可能是，男性结扎的手术成本远低于
女性结扎（Ｓｔｏｌｃ，２００８）；在主要由地方财政补贴计生手术的背景下，相比其他
避孕手段，政府会更愿意推广成本更低、风险更小的男性结扎（Ｌｕｏ ｅｔ ａｌ． ，
１９９６）。魏津生等（１９９２）比较了１９８０年代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人们对避孕手
段的选择发现，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人群中能熟练使用并实际选择使用避孕套、
避孕药为避孕手段的人就越多，而使用长效避孕手段（上环、结扎）的人就
越少。

产业结构也可能影响人们对男扎的选择，从个体经济理性的角度来看，以
农业为主的地区因为更需要男性作为主要劳动力，而男性结扎（主观上或客观

４０１

◆专栏：政策动员与执行



公共行政评论２０１５年第６期

上）会影响男性的身体状况进而影响家庭收入，所以接受男性劳动力做结扎的
人群比例会更低（Ｈａｒｄｅｅ － Ｃｌｅａｖｅｌａｎｄ，１９８８；程立法等，１９９７）。张风雨
（１９９７）的定量研究也佐证了这一点，他通过对１９９２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在
全国进行的“计划生育管理信息系统首次调查”得到的数据分析，发现男性结
扎的可能性随着城镇人口比例和农村工业产值比例的增加而下降。

而受教育程度对男性结扎影响的方向是不确定的。有学者通过比较伊朗东
北部一个城市中采取男性结扎的夫妻和其他避孕方式的夫妻，发现接受男扎的
夫妻教育水平显著高于接受女扎的夫妻，但显著低于接受其他非长效手段的夫
妻（Ｋｅｒａｍａｔ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刘云嵘、吴世仲（１９９５）从对四川、云南、吉林三
地男扎接受者及其妻子的集体访谈和个人深入访谈中却发现接受男扎的夫妻的
文化程度要高于接受其他避孕手段的夫妻。张风雨（１９９７）发现与女性结扎相
比，初中和高中以上文化程度育龄夫妇使用男性结扎的可能性显著增加。与这
两位聚焦个体层面的因素不同，本文关注省级层面，某单一文化程度的人数比
例不能反映整体的水平，所以本文将使用一省的文盲率这个指标。

农业中女性从业者比例被用来间接测量女性地位。社会整体中男权文化对
男性气质的界定（Ｋｗｏｎ ｅｔ ａｌ． ，１９７９；Ｋａｕｆｍａｎ ＆ Ｚｈａｎｇ，１９８９）和家庭内的实
际决策权都可归类于女性地位。在男女不平等的男权文化中，有很多人认为生
育避孕完全是女性的责任；男性结扎不仅会影响性能力，还会影响男性的劳动
力，有损男性的身体健康（曹建交、风笑天，２０１１）。在这样的文化设定下，男
扎是少数。但是在家庭中掌握实际决策权的女性或许可以选择由丈夫接受结扎
手术（徐安琪，２００５）。用农业中女性从业者的比重来测量女性地位的原因是这
一比例越高意味着女性有可能掌握更多的经济自主权，那么女性的地位就越高，
相应男权文化可能会更弱。但需要交代清楚的是，这个变量可能和产业结构背
后的个人理性机制有重合。另外，这里只关注农业而忽视其他行业比如工业的
从业者性别比的原因在于，到１９９１年为止中国农业人口比重都还有７３ ６３％，
他们的结扎上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总体的结扎结构。

由于中央对少数民族一直采取更为宽松的计生政策，其控制人口的压力较
小，所以我们还将该地区是否为少数民族自治区作为控制变量。

本文的男扎比例、结扎比例数据由《中国计划生育年鉴（１９８６）》和《中
国计划生育年鉴（１９９２）》中的相关数据计算得出，农业中女性从业者比重、
文盲率等数据来自相应年份的《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和《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
年鉴》，经济数据来自相应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官员数据来自作者对官方
简历的整理。

５０１

解释政策变通：运动式治理中的条块关系◆



公共行政评论２０１５年第６期

（四）分析结果
表２　 多元回归结果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因变量 １９８３年
男扎比例

１９８３年
男扎比例

１９９１年
男扎比例

１９９１年
男扎比例

１９８３年
结扎比例

１９９１年
结扎比例

政治激励 ３ ７８０ － ５ ７６０ ０ ７８９ － １ ６０６

（１ ７４） （－ ２ １７） （０ ４５） （－ ０ ５９）
党政一把手年龄 － １ ００４ １ ７３３ － ０ ７６４ － ０ ４９７

（－ １ ３２） （１ ９８） （－ １ ２４） （－ ０ ５６）
农业中女性 ０ ９７３ １ １６２ １ ７９４ １ ８３５ － ０ ０８７２ ０ １４９

从业者比例 （２ ２３） （２ ７８） （２ ８７） （３ ２２） （－ ０ ２６） （０ ２６）
总人口（ｌｏｇ） １１ １０ １１ ９７ １５ ５７ １５ ７２ ８ ０１１ ２ ９７１

（２ ９５） （３ ２５） （５ １２） （５ ６０） （２ ６９） （１ ０４）
经济文化水平 ２ ２１１ ２ １４３ ４ ３５１ ５ ９６８ ０ ０１７８ ７ ６６７

（０ ９９） （１ ０１） （２ ２１） （３ １２） （０ ０１） （３ ９４）
是否为少数 － ４ ４６５ － １０ ６３ ２ ５３５ ６ ４３３ － ４ ２３２ ５ ２４１

民族自治区 （－ ０ ５２） （－ １ ２５） （０ ３５） （０ ９５） （－ ０ ６２） （０ ７６）
＿ ｃｏｎｓ － １１５ ６ － ７３ ５０ － １８８ ０ － ２７６ ０ １８ ３５ ３８ ４１

（－ ３ ０４） （－ １ ３７） （－ ４ ７０） （－ ４ ５０） 　 （０ ４２） （０ ６２）
Ｎ ２８ ２８ ２８ ２８ ２８ ２８

Ｒ － 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 ４６１０ ０ ５６８０ ０ ６１５２ ０ ７０７７ ０ ３５５５ ０ ４９９１

注：１． 括号内数值表示ｔ值；２．  ｐ ＜ ０ １０， ｐ ＜ ０ ０５， ｐ ＜ ０ ０１。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对１９８３年和１９９１年数据的多元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政治激励对男扎比例
的影响在这两个年份里在控制了其他变量之后都是显著的。１９８３年，党内地位
越高的省级党政一把手主政的省份男扎比例就越高，这表示中央的压力能对担
任中央委员的省级领导起到比担任中央候补委员和非委员的省级领导更强的政
治激励作用。但是１９９１年的数据分析显示，党内地位越高的省级党政一把手主
政的省份男扎比例却越低。这个看似矛盾的结果其实是正好说明了一个特定的
机制。只有当一种职位是稀缺资源时，它才能对官员起到正向的激励作用。而
当它在接近成为“标配”的过程中，它的激励作用只适用于尚未拥有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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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７年四川、北京、天津、上海四地的省委或市委书记被提拔至政治局，这种
规格的提高加剧了中央委员作为省委书记和省长的“标配”而非稀缺资源的情
况（Ｈｕａｎｇ，１９９９）。由此就不难理解在１９９１年中央的压力能对担任候补委员和
非委员的省级领导起到更强的政治激励作用。另外，在纳入政治因素之后，模
型１９８３年的解释力（Ｒ － ｓｑｕａｒｅｄ）提高了１０ ７％，１９９１年提高了９ ３％。这显
示了以官员个体特征来操作化政治因素还不够完美，如想提高政治因素的边际
解释力，以后的研究应该用指标压力来做辅助测量。

相比之下，政治激励对结扎比例没有显著影响，这间接表明结扎指标此时
已经成为了不切实际的政策目标。中央压力之下的省级官员所受到的政治激励
只能影响省以下官员执行政策时的变通程度。不切实际、层层加码的指标压力
不会实质性改变政策实现的效果，只造成地方执行环节多种多样的政策变通。
这其实也就说明了运动式治理的限度所在，它往往造成下级的变通，而无法催
生真正的政策创新以实现更高的政策目标。省级领导的政治激励和显著省际变
通差异之间的相关性还表明，尽管政策变通发生于基层政府，但省是背后触发
和影响基层政策变通强度的关键一级政府，这个发现也是本研究对既有政策变
通研究的一大贡献。

年龄对男扎比例的影响在１９８３年并不显著，但在１９９１年的影响是显著的，
这在侧面印证了因为１９８０年代开始实行“干部年轻化”之后年龄的作用在加
强。农业中女性从业者的比例和总人口的影响完全符合预期并且影响是稳定的。
经济文化指数在１９８３年的影响不显著，在１９９１年对男扎比例有显著的积极影
响。经济文化水平越高，人们对男扎的偏见就越少，接受男扎的可能性也就
越高。①

四、讨论

未来的研究可以在三个方向上展开：经验上的拓展验证、政策变通的类型
学、条块关系与国家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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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从１９８０年代到１９９０年代是中央领导人的经济理念从“计划”转向“市场”的阶段，
这一理念转变的影响扩散到了人口政策，尽管国家仍然没有放松对人口的“计划”，但在控
制强度却有所减弱。１９８０年代经济文化水平对个体结扎选择的影响因国家强制力量过于强势
而无法发挥作用，但随着“市场”理念渐强，国家对计生的干预力量有所减弱，经济文化水
平对结扎选择的影响会越来越突出。这是否是导致经济文化指数变量由不显著到显著，还有
待进一步研究。参见（刘骥等，２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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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横断面回归分析还可以在三个方向上扩展。一是可以检验中央发起
运动的其他年份；二是可以检验全国性运动式治理时期不同层级如市县党政领
导人的政治激励是否可以解释男扎比例相应的地区差异；三是可以检验由省发
起的小运动周期里市县党政领导人的政治激励是否显著影响男扎比例的地区差
异。本文检验的是一胎化政策出台后中央发起的计生运动中影响最大的两次运
动，除此之外根据图２可知在１９７９年、１９８７年、１９９４年、１９９６年这几个年份
也有一些影响较小的运动发生。可以推测对这些小运动年份的检验结果是，本
文的机制在这些小运动时期依旧会显著，只是显著度可能会伴随着政策关注度
的下降而相应降低。对于第二个检验，市县级党政领导人因不具有相对于省的
自主性，更多只是单纯的中央、省级政策的执行者，所以他们的政治激励不可
以解释男扎比例在市县间的差异。对于第三个检验，由于相比于全国性的运动，
在省发起的运动中市县在政策执行中的地位不再是单纯的执行者，而是也享有
一定程度的自主性，所以预测这时候市县党政领导人的政治激励应该是可以解
释男扎比例相应的地区差异的。

需要注意的是，不宜将所有年份不加区分做纵向时间序列分析。在常态治
理时期，政策变通主要受到历史制度的影响，是制度惯性在推动男扎的继续进
行而非当期领导人出于政治激励的理性选择。运动式治理时期是制度变化的
“重要时机”，在这个时期做出的制度或政策选择产生的结果会启动了历史的反
馈机制，加强这一结果在未来重新出现的可能性（Ｐｉｅｒｓｏｎ ＆ Ｓｋｏｃｐｏｌ，２００２）。
比如将计生纳入政府工作考核体系、实行计生一票否决制这样的制度变化，一
旦开始采用，因制度“黏性”会慢慢稳定、不易发生改变。只有进入下一个
“重要时机”才会出现制度改变的窗口期。简单来说，关键历史节点决定了政策
执行的趋势，政策只要变通了，就更易延续下去。常态治理时期的变通主要靠
制度惯性，而不是政治激励。因此，如果要解释一省变通在时间上的差异，应
该针对关键历史节点做案例比较而非定量分析。

其次，既有文献中关于政策变通有一个悖论，即一方面运动式治理时期因
为要求不折不扣的执行而使得变通难以实现，而另一方面根据压力型体制的逻
辑，运动式治理时期更大的指标压力会引发更多的政策变通。到底运动式治理
时期变通是多了还是少了？这启发我们进一步去思考政策变通的类型学。本文
通过对计生政策执行的经验研究发现：真正搞运动的时候，因为上级监督的加
强而减少的是消极变通；而积极变通又需要长时间持续的制度支持，所以无法
在短期内迅速产生；这时处于灰色地带的迂回变通往往会增多，而且是以一种
比平时更巧妙的方式出现。以本文讨论的男扎为例，它既不是如实执行，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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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违背政策放水执行。这都说明未来的研究需要深入分析政策变通的微观基
础和相关政策的技术特征。

最后，在理论发展上，条块关系的模式转换不仅是政策变通的具体机制，
也可以为理解更一般性的国家治理问题提供一个思考视角。“大权独揽，小权分
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 （毛泽东，１９９９：３５５）运动式治理之所以会起作
用，根子在于常态治理时的大、小权责是没有理清的，从而导致条块关系从来
都没有理顺过。而运动式治理就是通过将日常工作转变为政治任务，从而让
“块块”牵头动员地方各个“条条”重新投入政策执行的过程。在某一政策领
域的执行过程中，党委的大权是否介入部门的小权，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某
项政策执行的成败。更进一步，哪些“条条”的政策是“块块”愿意和能够有
效介入的，正是理解未来国家治理体系构建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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